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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多尺度景观连通性的城市生态源
地识别

吴茂全１，胡蒙蒙１，汪　 涛２，凡　 宸２，夏北成１，∗

１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２ 深圳市自由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高度城市化区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 生态源地的科学识别

一直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技术难点。 以高度城市化的深圳市为例，从社会⁃经济⁃自然三方面要素构建 ＤＰＳＩＲ 模型评估区域

生态安全，并基于景观连通性的多尺度分析识别生态源地。 研究表明：（１）深圳市生态安全格局呈现东南部、东北部优良，中
部、西部区域警告的空间特征，其中安全区、较安全区、基本安全区、预警、中警分别占比 ３０．３４％、１３．４９％、９．８５％、９．１５％和 ３７．
１７％；（２）通过连接度、聚合度、内聚力和分离度 ４ 个景观连通性测度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可知 ４００ ｍ 是深圳市生态源地景观连

通性最优的识别尺度，斑块最小识别阈值面积为 ０．８ ｋｍ２；（３）深圳市生态源地面积为 ７５３．７８ ｋｍ２，占全市总面积的 ３７．７４％，主
要为深圳市东南部与西部区域的林地和水域用地，其中包含了 ８６．８７％的法定保护区，且 ９１．９２％的区域落入生态控制线范围

内；（４）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与多尺度景观连通性的生态源地识别方法可为城市生态源地的识别提供新思路，从而有效指导城市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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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１⁃２］。 高度城市化区域面临

着生境斑块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等严峻问题［３］。 因此，缓解城市化进程中对自然资

源的破坏与城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间的矛盾，已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４⁃５］。 缘起于景观生态

学的生态安全格局能够有效保障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生态源地，即区域物种或生态事件向外扩散和维

持的源区 ／点，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维护现有景观完整

性的功能，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保障城市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源地的概念、识别方法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成熟。 生态源地与生态安全格局具

有高度相关性，其识别方法呈现多样化，或将生境质量较好的风景林和自然保护区等直接定义为生态源

地［８］；或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敏感性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估识别生态源地［９⁃１０］。 但是，这些方法都偏重

于考虑生态系统自身的功能属性［１１］，忽略了生态源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受到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忽
略了不同尺度下景观连通性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的影响［１２⁃１３］，或缺少从区域生态安全的高度分析。

深圳，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空间非常有限，保护生态系统刻不容缓。 因此，寻
找区域生态源地，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十分重要。 也有一些类似的针对深圳市生态源地的研究，但其指标

有待完善，且缺少尺度分析［１４］。 本文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兼顾社会⁃经济⁃自然三方面要素构建“驱动力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状态（Ｓｔａｔｅ）—影响（Ｉｍｐａｃｔ）—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模型（ＤＰＳＩＲ 模型）评估

区域生态安全，结合多尺度景观连通性分析探讨生态源地识别的最佳尺度，从而识别生态源地，为研究区及其

他高度城市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优化提供案例参考。 本文试图探讨：（１）如何在一个受高度人为干

扰的城市生态系统中识别具有较完整自然属性的生态斑块 ／源地及其连通性？ （２）如何从多尺度景观连通性

的角度探讨生态源地识别的最佳尺度？

１　 研究区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位于珠江口东岸（１１３°４６′—１１４°３７′Ｅ，２２°２４′—２２°５２′Ｎ），全市总面积

１９９７．２７ ｋｍ２（图 １）。 地形类型主要有低山、丘陵、高原、梯田、平原五大类，地势差较大。 属亚热带海洋性气

候，全年温和湿润、雨量充沛。 经济总量长期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位，常住人口 １１９０．８４ 万且有大量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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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１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不断扩张，生态用地逐渐萎缩，生
物多样性持续降低，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和保护生态空间是保障居民健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所在［１６］。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遥感影像、ＤＥＭ 数据、土地利用与 ＮＤＶＩ 数据、土壤和道路数据、降水、社会经

济及人口数据。 其中，（１）ＤＥＭ 数据为 Ａｓｔｅｒ３０ ｍ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

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２）土地利用数据、ＮＤＶＩ 数据源自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５⁃ １１⁃０５⁃０２：３１：４５）６ ｍ 栅格分辨

率的 ＳＰＯＴ６ 遥感影像解译所得；（３）土壤数据由深圳市土壤类型图矢量化所得；（４）道路数据源自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 ｎｇｃｃ．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５）降水数据源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的中国地面累日值数

据（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６）社会经济数据、人口数据源自《深圳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及土地利用类型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ＤＰＳＩＲ 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很多，ＤＰＳＩＲ 作为一个概念模型，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作用，常用于评价生态环

境系统的状态与变化。 该模型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紧密结

合［１７⁃１８］。 其中，“驱动力”是引发环境变化的潜在因素，如区域的自然灾变与社会经济活动；“压力”是指人类

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资源需求压力；“状态”是在驱动力和压力作用下，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状况；“影
响”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结构的影响； “响应” 表征人类促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采取的

对策［１９⁃２０］。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概念模型原理，兼顾社会⁃经济⁃自然三方面因素，将目标层生态安全总体水平分解为驱动力、

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５ 个准则层。 各准则层根据深圳市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呈现出的高度城市化特征与环

境问题，结合指标的可获取性、简洁性，并经相关性分析去除冗余指标，分别选择反映其生态安全主要特征的

因子，筛选出 １５ 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２１］（表 １）。
１．３．２　 评价指标的空间量化

研究区以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划分栅格单元，每一个单元均为信息的空间载体。 按照各指标的计算公式，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将指标信息赋值到对应栅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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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深圳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计算公式及说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指标选取依据
Ｉｎｄｅｘ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ｅｘ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生态安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驱动力 地形位指数

Ｔ ＝ ｌｏｇ
Ｅ
Ｅ

＋ １( ) ×
Ｓ
Ｓ

＋ １( )[ ] ，Ｅ 为高程，Ｓ 为

坡度

表征地形地势差异引发
生态系统环境变化的潜
在驱动因素

—

道路影响度
Ｐ ＝ １００ １－Ｒｉ( ) ， Ｒ ｉ ＝

ｄ ｉ
ｄ

， ｄ ＝ ｓ
２ｌ

， Ｒ ｉ为影响半径，

ｄ ｉ为缓冲区距离， ｄ 为影响距离，ｓ 为区域面积，ｌ 为道路

长度

表征道路干扰情况导致
生态系统环境变化的驱
动因素

—

城镇影响度
Ｐ ＝ １００ １－Ｒｉ( ) ， Ｒ ｉ ＝

ｄ ｉ
ｄ

， ｄ ＝
　 ｓ

π
× ｎ ， Ｒ ｉ 为影

响半径， ｄ ｉ 为缓冲区距离， ｄ 为影响距离，ｓ 为区域面

积，ｎ 为城镇数（行政区、功能区行政级别）

表征城市化水平导致生
态系统环境变化的驱动
因素

—

生态用地影响度
Ｐ ＝ １００ １－Ｒｉ( ) ， Ｒ ｉ ＝

ｄ ｉ
ｄ

， ｄ ＝
　 ｓ

π
× ｎ ， Ｒ ｉ 为影

响半径， ｄ ｉ 为缓冲区距离， ｄ 为影响距离，ｓ 为区域面

积，ｎ 为生态斑块数

表征生态用地对生态系
统环境调节、保护的驱动
因素

＋

压力 经济密度 ＧＤＰ ／区域面积
表征经济发展对生态系
统资源配置的需求压力

—

人口密度 人口数量 ／区域面积
表征人口数量对生态系
统资源能源的消耗压力

—

状态 植被覆盖度 ｆ ＝
ＮＤＶＩ － 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ｍａｘ － ＮＤＶＩｍｉｎ
，ＮＤＶＩ 为归一化植被指数

表征生态系统植被覆盖
状态

＋

生物丰度指数
生物丰度指数＝（０．３５×林地＋０．２１×草地＋０．２８×水域用
地＋０．１１×耕地＋０．０４×建设用地＋０．０１×未利用地） ／区域

面积［２２］

表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状态

＋

土地胁迫指数
土地胁迫指数 ＝ （０．４×重度侵蚀面积＋０．２×中度侵蚀面
积＋０． ２ ×建设用地面积 ＋ ０． ２ ×其他土地胁迫） ／区域

面积［２２］

表征生态系统土地质量
遭受胁迫的状态

—

土壤侵蚀模数

Ａｃ ＝ Ｒ × Ｋ × Ｌ × Ｓ × （１ － Ｃ） ，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Ｌ 为坡长因子、Ｓ 为坡度因子、Ｃ 为
植被覆盖因子

表征生态系统水土流失
状态

—

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Ｖ ＝ ∑
６

ｉ ＝ １
Ａ ｉ × Ｐ ｉ ，Ｖ 是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Ｐ ｉ

是 ｉ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功能单价， Ａ ｉ 是 ｉ 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

表征生态系统对人类生
存与生活质量有贡献的
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

开发适宜性

Ｅ ＝ ∏
ｍ

ｊ ＝ １
Ｆ ｊ·∑ｎ

ｋ ＝ １
ｗｋ ｆｋ ， ｊ 为强限制因子的构成要素

编号， ｋ 为较强限制因子的构成要素编号； ｍ 为强限制
因子的构成要素个数， ｎ 为较强限制因子的构成要素个
数。 Ｆ ｊ 为第 ｊ 个要素的适宜性赋值； ｆｋ 为第 ｋ 个要素的

适宜性赋值， ｗｋ 为第 ｋ 个要素的权重。

表征由于生态系统生态
用地保护对土地开发建
设的影响

—

建设开发度
Ｐ ＝ Ｓ ／ （Ｓ∪Ｅ） ，Ｓ 为区域现状建设用地面积，Ｅ 为适宜
开发用地面积

表征生态系统生态用地
资源短缺引发的土地开
发过度的影响

—

响应 第三产业产值 —
表征以增强第三产业比
重的方式减少生态系统
环境污染

＋

水利、环境保护投入 —
表征以增加环保投资的
方式促进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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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自然、景观指标

自然地表信息或景观空间信息，如地形位指数、道路影响度、城镇影响度［２３］、植被覆盖度［２４］、土壤侵蚀模

数［２５］等指标，先通过 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工具实现指标值栅格计算，再重采样至各栅格单元。
（２）社会、经济指标

采用面积权重内插法与邻域平均法将社会、经济指标从行政区降尺度到栅格单元［２６］，具体步骤为：先将

人口数量、ＧＤＰ、第三产业产值和水利、环境保护投入等以行政区为单位统计的数据按照每个评价单元内建设

用地或生态用地面积所占行政区建设用地或生态用地总面积的权重，分配至对应栅格单元；再根据 ＡｒｃＧＩＳ 的

邻域分析，以每个单元周围 １０００ ｍ×１０００ ｍ 的范围为影响半径，以各指标在该范围内的均值确定为该单元的

指标数值；最后通过 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工具实现栅格赋值。
１．３．３　 指标的标准化

各指标来源不同、单位量纲不统一，指标间不具有可比性，故需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１）极差标准化法

评价指标与区域生态安全存在正相关（正向）或负相关（负向）关系的指标分布为：
正向指标： Ｋ ｉ ＝ （Ｘ ｉ － Ｘｍｉｎ） ／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１）
负向指标： Ｋ ｉ ＝ （Ｘｍａｘ － Ｘ ｉ） ／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２）

式中， Ｘ ｉ 为指标 ｉ 实测值； Ｘｍａｘ 为指标 ｉ 的最大值； Ｘｍｉｎ 为指标 ｉ 的最小值； Ｋ ｉ 为指标 ｉ 经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２）分等级赋值法

土壤侵蚀模数不适合用极差标准化，根据相关技术规范，采用分等级赋值的方法进行标准化。 以 ５００、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ｔ ｋｍ－２ ａ－１的侵蚀模数为阈值分别划定土壤侵蚀敏感性为 １（微度）、０．８（轻度）、０．６（中
度）、０．４（强烈）、０．２（极强烈）、０（剧烈）６ 个等级，土壤侵蚀量越高等级值越小［２７］。
１．３．４　 指标权重赋值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根据递阶层次结构构造判断矩阵，评定各相关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再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指标权重（表 ２）。 一致性检验

结果 ＣＩ＝ ０．１４６１，ＣＲ＝ ０．０９１９＜０．１，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其中，植被覆盖度、生物丰度指数和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权重均较大，地形位指数的权重最小。

表 ２　 评价指标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地形位指数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７１ 道路影响度

Ｒｏａ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０．０３８６ 城镇影响度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０．０４３３

生态用地影响度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０．０７５１ 经济密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３５３ 人口密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３３４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１６１７ 生物丰度指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１６１７ 土地胁迫指数
Ｌ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６７８

土壤侵蚀模数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ｕｓ ０．０６７８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０．１３４１ 开发适宜性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０４６６

建设开发度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０４６６ 第三产业产值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０．０１４８
水利、环境保护投入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５６

１．３．５　 生态安全指数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生态系统安全指数 ＥＳＩ ［２８］，将安全性等级分为中警、预警、基本安全、较安全、安全 ５
级，指数区间对应为 ０—０．３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４５—０．５５、０．５５—０．６５、０．６５—１［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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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Ｉ ＝ ∑
ｎ

ｉ ＝ １
Ｋ ｉ × Ｗｉ （３）

式中， ＥＳＩ 为生态安全指数； Ｋ ｉ 为指标 ｉ 标准值； Ｗｉ 为指标 ｉ 的权重。
１．３．６　 多尺度景观连通性分析

生态源地不仅是指具有较高生态服务价值、物种栖息的景观类型，同时也是生态功能发挥的核心。 景观

连通性是指景观对生态流的便利或阻碍程度，是衡量景观生态过程和功能关系的重要指标。 维持良好的景观

连通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安全、稳定性和整体性的关键因素，也对区域生态过程的发展具有主

导性影响［３１］。 景观连通性有很强的尺度依赖性，当景观组分结构发生变化时，规模较小且零星分布的生态斑

块不断被剔除，相连和相离较近的生态斑块不断合并形成规模较大的生态源地，整体连通性水平也随之发生

变化［３２］。
以生态安全等级较高的“安全区”作为生态源地识别的景观类型，基于数学反证法，先假设区域存在多种

尺度的生态景观组分结构，考虑尺度分析的连续性，设定 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５ 个尺度的深圳市生态景

观组分结构。 再基于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从景观组分结构整体连通性角度选取内聚力、连接度、聚合度、分离度作

为测度指标。 内聚力、连接度、聚合度越大，景观组分结构的整体连通性越高；分离度越大，整体连通性越低。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尺度的景观组分结构的整体连通性优劣进行客观定量评价，获得生态源地识别的最

佳尺度。

２　 结果

图 ２　 指标层重要性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Ｋｅｙ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１　 单一指标重要性空间分布

深圳市单一指标重要性的空间格局揭示了不同生态过程对于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与作用（图 ２）。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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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值区域主要位于城市建成区和交通干线两侧，受人类活动影响明显，对生态系统过程具有较大的负面影

响；福田区、南山区及罗湖区人口高度聚集，且经济密度超高，承受着巨大的生态资源需求压力，作为负向指

标，形成一个低值区；状态高值区域位于东南部山区等海拔较高的区域，这类区域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

丰富、土壤保持较好，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影响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水源保护区和较高海拔

的区域，这类区域不利于城市用地开发，但有利于生态空间的保护，是保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控制城市的无

序蔓延、缓解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重要区域；响应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福田区、南山区等第三产业高比重区域及

龙华区、坪山新区的山区地带，该区域人类生态系统保护意识强，环境保护投入水平高。
２．２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

研究区生态安全指数范围为 ０—１，平均值为 ０．５３，基于 ５ 级划分得到深圳市生态安全格局图（图 ３），呈现

东南部、东北部及西部中心区部分地区优良，中部、西部安全性相对较低。 生态安全区、较安全区、基本安全

区、预警区和中警区面积分别为 ３０．３４％、１３．４９％、９．８５％、５３．６８％、９．１５％和 ３７．１７％。

图 ３　 生态安全格局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３　 景观连通性及其尺度变化

由连接度、聚合度、内聚力和分离度 ４ 个景观连通性测度指标在 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８００ ｍ 及 １６００ ｍ 栅格尺度

下的散点图（图 ４）可知，连接度指数在尺度为 ４００ ｍ 时取得最大值，聚集度指数随着尺度变大而急剧变小，斑
块内聚力指数从 １００ ｍ 到 ８００ ｍ 变化很小，但 ８００ ｍ 后则急剧下降，分离度指数仅在尺度 １００ ｍ 时出现高值。

针对 ４ 个指标对应不同尺度的分布，进行主成分分析，从方差贡献率统计表（表 ３）提取了 ２ 个主成分构

成主成分矩阵（表 ４），主成分 １ 上内聚力、连接度、聚合度荷载较高，反映了生态安全区的聚集连接性；主成分

２ 上分离度荷载较高，反映出安全区的分离破碎程度。

表 ３　 方差贡献率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主成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方差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 ％

累积贡献率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１ ２．７８２ ６９．５５６ ６９．５５６
２ １．０２９ ２５．７１９ ９５．２７５
３ ０．１３０ ３．２４７ ９８．５２１
４ ０．０５９ １．４７９ １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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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尺度的生态景观连通性指数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表 ４　 成分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测定指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主成分因子 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１

主成分因子 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２

内聚力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９３３ ０．２１９

连接度 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８６０ ０．４５４

聚合度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９６３ －０．１７５

分离度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４９４ ０．８６３

整理得到主成分函数表达式：
Ｚ１＝ ０．６８１Ｘ１＋０．６２８Ｘ２＋０．７０３Ｘ３－０．３６１Ｘ４ （４）
Ｚ２＝ ０．０５９Ｘ１＋０．１２３Ｘ２－０．０４７Ｘ３＋０．２３３Ｘ４ （５）

Ｚ＝Ｚ１＋Ｚ２ （６）
将 ４ 个指标标准化数据代入式（４）－（６）中，计算得到不同尺度下的整体连通性综合指数 Ｚ（图 ５）。 综合

指数的总体趋势是，当尺度较小时，随着尺度增大综合指数会有所增加，但是随着尺度持续增大，综合指数急

剧下降。 基于综合指数选择 ４００ ｍ 作为源地识别的最佳尺度。
２．４　 生态源地的识别

２．４．１　 最小面积阈值的设定

生态源地由符合条件的斑块构成，识别过程中对斑块最小面积的设定将直接影响斑块的数量。 随着最小

面积阈值的不断增大，生态源地斑块数量快速减少。 在最小面积阈值增加到 ０．８ ｋｍ２之后，生态源地斑块数量

减少趋于平缓（图 ６）。 生态源地的总面积虽受到最小面积阈值的影响，但生态源地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始终

维持在 ３６．５％—４０％，说明被剔除的斑块虽然数量众多，但面积较小、分布较为离散，对生态源地的整体格局

影响较小（图 ６）。 图 ６ 均在 ０．８ ｋｍ２处出现缓和下降，故设定斑块最小面积阈值为 ０．８ ｋｍ２。
２．４．２　 生态源地识别

在“安全＋较安全”区内相互连接的栅格形成斑块，以最小面积 ０．８ ｋｍ２作为斑块入选阈值，共得到 ３８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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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整体连通性综合指数

Ｆｉｇ．５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生态源地斑块（图 ７），总面积 ７５３．７８ ｋｍ２，占深圳市总

面积的 ３７．７４％。
叠置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图，生态源地中林地和水域

占比分别为 ７６．４０％和 ７．６１％。 源地空间分布主要位于

大鹏新区及盐田区大部分地区、坪山区南部、龙岗区北

部、宝安区东部区域；源地的景观组分主体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较高的林地和水域用地构成。 如凤凰山、羊台

山、塘朗山、梧桐山、马峦山、笔架山、排牙山、七娘山、罗
田水库、茜坑水库、西沥水库、清林径水库、松子坑水库

等。 这些区域是城市中受人为干扰较小的重要生态功

能区，是研究区生态系统的核心组分，是城市扩张的生

态底线。

图 ６　 生态源地斑块最小面积阈值设定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ｉｚ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图 ７　 生态源地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３　 讨论

３．１　 生态源地识别方法

已有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性及敏感性构建指标

体系综合评估的识别方法，如基于生态红线和通过生态

系统服务重要性对江西省进行的生态源地识别［１３］，又
如基于“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的云浮市生态源

地识别［３３］和基于景观生态格局的深圳市生态源地识

别［１４］。 而在生态源地识别的相关研究中鲜有结合生态

安全的研究，当生态文明定位为国家的“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时，生态安全就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所
以结合生态安全识别生态源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研究区自然、社会及经济指标构建 ＤＰＳＩＲ 生态安全评估模型，基于高等级生态安全区进行生态源地识

别，并从景观连通性角度探讨了源地最佳尺度，其结论可作为改善区域生态安全的依据。
３．２　 尺度优化

３．２．１　 多尺度景观连通性分析

在生态源地识别研究中大多缺少尺度问题的考量［１４］，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中多采用传统的尺度

分析方法———粒度分析［３２，３４］，但粒度分析中仍有较多的主观判断。 本文通过尺度变化下的连接度、内聚

力、聚集度和分离度多景观连通性指数响应的综合评估获得最佳尺度，较好的避免了尺度选择的主观性，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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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区域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３．２．２　 斑块大小的影响

选取合适的斑块尺度来表征区域生态源地应考虑几个因素，一是表征生态源地的斑块面积应尽可能大，
二是斑块数量及破碎度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同时还要考虑最小斑块尺度与区域大小的匹配关系。 在生态源地

识别的研究中斑块面积多在 ０． １—１ ｋｍ２ 之间，如海口市美兰区和海南省东方市分别为 ０． ４４ ｋｍ２ 和 ２． ９６
ｋｍ２ ［３４］。 本研究区总面积仅为 １９９７．２７ ｋｍ２，基于 ０．８ ｋｍ２的斑块最小阈值面积识别了 ３８ 块生态源地，占区域

总面积 ３７．７４％，斑块连接度指数为 １．５７％，大幅降低斑块破碎度，提高斑块连通性，并最大可能地保持生态源

地面积。
基于尺度 ４００ ｍ 所构建的生态源地最小斑块面积为 ０．８ ｋｍ２，可以认为该尺度较精细。 在此尺度下，还有

大量的有条件成为生态源地的栅格空间，基于这些栅格的格局通过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加强连通性，增加区

域生态源地，提高区域生态安全水平。 如对最小斑块面积为 ０．６４—０．８ ｋｍ２之间的 １９ 个生态斑块的周边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得到较大斑块的生态源地，增加源地数量至 ５７ 块，对未来深圳市城市规划提供参考意义。
３．３　 生态源地与生态资源及生态控制线的空间关系

３．３．１　 生态源地与生态资源的空间相关性

深圳市有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等 ３５ 个法定保护区，这些是深圳市重要的生态资源。 将所

识别的生态源地与法定保护区做空间叠加（图 ８），经统计计算，深圳市法定保护区与基于“安全区”识别的生

态源地总体重合率达到 ６５．２２％，而与基于“安全区＋较安全区”识别的生态源地总体重合率高达 ８６．８７％，其中

３１ 个保护区与源地重合率超过 ５０％，２２ 个保护区和源地重合率超过 ８０％，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重合率高达

９２．３７％。
３．３．２　 生态源地与生态控制线的空间相关性

生态源地与研究区生态控制线做空间叠加（图 ８），经统计计算，基于“安全区”识别的生态源地，有 ４６３．５５
ｋｍ２落在生态控制线内，占生态控制线面积的 ４７．７４％，占所识别生态源地的 ９９．３９％；基于“安全区＋较安全

区”识别的生态源地，有 ６７６．６２ ｋｍ２落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占生态控制线面积的 ６９．６９％，占所识别生态源地

的 ８９．７６％，仅有 ７７．１６ ｋｍ２的生态源地未落在生态控制线内。

图 ８　 生态源地与生态资源及生态控制线的空间差异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ｉｎｅｓ

结果表明，（１）基于“安全区＋较安全区”等级所识别的生态源地具有更高的准确性、严谨性；（２）生态源

地与生态安全、生态资源和生态控制线三者具有高度一致性。 生态源地与生态控制线存在差异的斑块中，林
地面积为 ３０．１３ ｋｍ２，城市绿地面积为 ８．１３ ｋｍ２，建设用地面积为 １７．２ ｋｍ２；法定保护区内非生态源地斑块中，
林地面积为 １８．４５ ｋｍ２，城市绿地面积为 ３．０３ ｋｍ２，建设用地面积为 ３．８３ ｋｍ２。 上述三类土地类型紧密相邻，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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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东南及西部城市区域与林地或水域用地的交错区域，其生态系统受到自然和人为干扰双方面的影

响，生态系统较复杂，生态安全指数在小范围内变化剧烈。 其中，需加强对大鹏半岛市级自然保护区、铁岗水

库、茜坑水库、西沥水库等水源保护区与城市交界地带的保护。

４　 结论

（１）深圳市是经济发达，人口聚集的高度城市化区域，本文兼顾社会⁃经济⁃自然三项因素，从驱动力、压
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准则层评估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采用多尺度景观连通性分析，基于高等级生态安全区

识别生态源地，获得了生态安全、生态资源、生态控制线和生态源地高度一致的结果。
（２）基于 １００ ｍ×１００ ｍ 小尺度栅格评估研究区深圳市生态安全格局，呈现东南部和东北部优良，中部和

西部区域相对较差的格局。
（３）研究区生态源地识别的最佳尺度为 ４００ ｍ，斑块最小识别阈值面积为 ０．８ ｋｍ２。 深圳市生态源地总面

积为 ７５３．７８ ｋｍ２，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３７．７４％。 生态源地主要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高的林地和水域构成，其
中包含了 ８６．８７％的法定保护区，且源地 ９１．９２％的区域落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内

（４）本文所获得的生态源地及其格局对于指导、制订深圳市生态保护策略、城市规划、土地管理等具有重

要的意义。 所优选的尺度对于优化生态修复措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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